
技术权力影响下重工业集群创新路径研究

———以上海临港装备制造集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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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技术权力现象在重工业集群中十分常见。从集群内部权力分层视角出发，以上海临港装备制造
集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基于技术权力影响的重工业集群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

与创新区位选择问题，其分析结果表明：技术权力是影响重工业集群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核心企业是权力主

导者并对整个集群的创新具有“绝对控制力”；权力导致集群内部水平式创新结网困难，集群成员的创新合作

沿产业链展开，过程创新重于产品创新、供应商依赖重于市场依赖；优化创新区位对改善集群权力分层和创新

结网作用甚微，重工业的“集群式”建设方式需得到反思；创新结网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是突破技术权力体系

的有效途径，但其突破点仍在于制造环节的高效整合。因此，以嵌入生产链的方式嵌入价值链和创新链，重视

过程升级，形成制造创新优势；转变传统集群建设思路，降低对集群创新外部性的依赖，重视制造创新区位优

化，避免对区域市场和政策的高度依附；重视创新结网的重要中介作用，形成供应商之间多生产环节的技术合

作，将有助于优化中国重工业集群创新路径和推动其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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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备受世界各国重视。传统的集群理
论认为理想的产业集群应该具有产学研充分合作的内部网络结构形态，并强调创新活动的地方根植

（Ｐｏｒｔｅｒ ＆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１）。但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技术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时代，产业
集群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技术的等级体系，从而改变集群内部创新网络的结构以及集群式创新合作的

效果。技术权力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群中十分常见，技术等级的森严程度往往随产业的

类型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技术和资本密集、生产者驱动型的重工业集群创新能力与升级进程更容易受到

技术权力的影响（林兰，２０１３）。
在现实情况中，为防止核心技术、生产知识、管理诀窍等关键技术权力优势丧失，重工业集群的核心

企业（这一角色通常由技术领先的大型制造企业扮演）较少利用其技术领先优势推动企业创新结网和

创新升级，这一原集群创新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可能成为阻碍集群升级的主要力量（Ｈｏｗｅｌｌｓ ＆ Ｂｅｓｓａｎｔ，
２０１２）。这导致集群内部核心企业对跟随者的创新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即使形成了集群内完整的产业
链，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外部结网行为也并没有促进技术领先者的本地创新溢出，使得位于产业链低

端的企业难以通过技术积累实现持续性创新，不得不依靠破坏性创新寻求出路。但破坏性创新的契入

点是市场，而非基于技术（苏启林，２００７）。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虽然一直视产
业集群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重工业而言，产业集群并未成为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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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最有效的创新组织形式。

随着中国逐渐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产业发展重点将逐步由消费者驱动（如 ＩＣＴ产业）向生产者
驱动（如精细化工、装备制造）转变，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大大增加，集群内部的权力分层更

加显著，与之对应的集群创新模式、机制与区位也将发生改变（Ｇａｂｅ ＆ Ａｂｅｌ，２０１３）。因此，ＩＣＴ 产业大
发展时期所积累的关于产业集群创新结网的分析方法在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我们有

必要探讨在产业结构由轻变重、技术要素重要性增加的情况下重工业集群中技术权力如何形成、权力体

系如何影响集群内部创新结网和企业间创新合作、集群创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创新区位是否改变、权力

体系如何突破，这些都是当前中国集群创新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本文从技术权力视角出发，以

上海临港装备制造集群为案例，研究技术等级体系下重工业集群企业创新结网与合作方式的路径改变，

并探讨集群创新区位的变化。

二　 理论假设与概念模型

新产业区理论指出，地域根植性及平等对称式的企业结构是地方生产网络的典型特征，Ｐｏｔｅｒ
（１９９０）就鼓励网络的对称关系，认为是企业之间的水平竞争推动了网络演进，但其提出的钻石模型以
及集群概念都忽视了集群中“核心企业”的重要作用（Ｄａｖｉｅｓ ＆ Ｅｌｌｉｓ，２０００；Ｓｕｉｒｅ ＆ Ｖｉｃｅｎｔｅ，２００９；
Ｌｏｒｅｎｚｅｎ ＆ Ｍｕｄａｍｂｉ，２０１２）。学术界对企业网络权力的关注始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网络权力理论由企业
权力理论演变而来，它是指网络中能联合创新主体以及联结知识和生产的能力（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７；Ｂｅｓｓａｎｔ，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权力是影响企业网络的主导因子之一（Ｂａｔｈｅｌｔ ＆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２），维持网络内部平等的权力结构
非常困难，而权力的主体是在存在权力关系级差的网络中的强有力的、能驱动网络的企业（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０；
Ｃｉｒｅｒ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国内学术界对网络权力的研究较多从技术创新视角展开（曾刚等，２０１３；潘少奇等，
２０１５；康凯等，２０１６），重点探讨技术权力的产业间和区域间作用机制差别（王秋玉等，２０１６）。

（一）技术权力—创新结网

技术权力是网络权力的一种，网络权力本质上是指领先企业对其他关联企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

集群内部表现为集群结网的非均衡性（景秀艳，２００８）。集群内部的权力结构与集群的主导产业密切相
关，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９６）在对集群的划分中就明确指出，即便是马歇尔式集群尚不能排除核心企业的存在，
而轮轴式集群（多为重工业和化工产业集群）因单核（少核）的特点导致其非对称权力体系结构特征更

加突出；此外，企业属性对集群权力构成也有较大影响。以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工业集群内部存在着

显著的技术权力关系，核心企业通过技术的权力控制（如股权控制、技术锁定、标准控制、专利控制等）

长期占据技术领导地位（决定技术转移、技术示范、技术扶植、技术培训的方式等），从而导致集群内部

创新合作关系的“非均衡化”，而难以形成水平式的合作创新网络，这在客观上造成重工业集群中的核

心企业较少利用其技术领先优势推动企业创新结网和创新升级，反而在关键技术的扩散方面起到了阻

碍作用（曾刚等，２００６）。从主观上看，为防止核心技术、生产知识、管理诀窍等关键技术权力优势丧失，
核心企业也会主动避免技术溢出，从而成为阻碍集群升级的主要力量（林兰、曾刚，２０１０），集群的垂直
协作关系较强而水平竞合关系较弱（Ｇｉｕｌｉａｎｉ，２００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技术权力对重工业集群内部创新结网具有负向影响。
（二）技术权力—创新合作方式

纵向一体化与横向联系是两种重要的创新合作方式（郑方，２０１０），分别对应基于生产合作的产业
链构建和基于研发应用的知识网络构建。对重工业而言，核心企业在集群中通过影响创新合作方式来

参与创新网络构建，一方面，重型制造业多具有典型的工艺驱动创新特征，技术复杂程度和可编码化程

度高，“高技术—低智力密集”创新特点显著（李凯、李世杰，２００５），技术创新高度凝结于机器、零部件、
材料、工艺规范和操作维修技能中，“干中学”和“用中学”工艺创新特征显著，经验型学习大大多于知识

创造，基于生产、操作、维修、改造技能需求的纵向一体化创新合作方式对重工业来说十分重要且占据主

导地位，具有明显的“链式”创新合作特点。同时，由于网络权力关系具有偶然性，有利的资源可能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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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全球价值链中的地方性中小企业（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 Ｈｏｌｍｅｓ，２００８），重工业创新的纵向一体化合作具有全
球尺度特点。另一方面，基于知识合作的横向联系依然重要，但由于重工业的编码化知识具有基础性和

共性的特点，技术门槛高；加之技术研发“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的特点，横向联系往往不是企业之间

或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高度自发性的“点对点”联系，而是依靠正规技术扩散渠道的“官僚式被扩散”

（Ｄａｍｍａｎｎ，２０１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技术权力对重工业集群创新合作方式选择具有正向影响。
（三）技术权力—创新区位

创新区位由技术、市场、生产配套、创新环境等多要素组成（张杨勋、李江涛，２０１３；张晓平、陆大道，
２００４），其中，技术、生产配套因素受集群所在地的科技发展水平与科技、产业、基础设施的影响，市场与
创新环境则更具本地情境性。由于核心企业“绝对权力”的存在，重工业技术创新的等级体系会形成产

业集聚障碍（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在纵向一体化方面，核心企业利用外包选择权在全球选择供应商
甚至是客户，对本地生产配套能力和市场容量的要求降低；在横向联系方面，基于认知邻近而非地理邻

近的知识合作特点导致核心企业对本地网络以外的创新者具备较高的“俘获”能力，集群对本地创新资

源利用的频度降低，甚至限制本地要素流动（曾刚等，２００６）。因此，技术权力对重工业创新区位的影响
在于：既不高度依赖优质的本地创新区位，也没有强烈的优化本地创新区位的需要（Ｒｉｇｂｙ ＆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１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技术权力对重工业的本地创新区位具有弱影响。
（四）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创新区位

除了研究技术权力对重工业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和创新区位的影响外，本文还试图探讨结网、

方式、区位三者之间的路径关系。技术权力对重工业创新合作方式的影响可通过集群内创新结网得到

改变。有研究表明，增强当地产业结点间关系强度（联系的频繁程度、密切程度、互惠程度以及诚信程

度）对创新方式与合作伙伴选择具有积极的影响（邢李志、关峻，２０１２）；集群有效的网络结构可以增加
创新绩效，并改善创新合作的关系强度、关系质量以及合作地位（汪涛等，２０１１）。值得注意的是，基于
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外部结网行为并不能使重工业集群内部的技术等级体系得到有效改善，只有内部结

网才有可能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态和功能由低级向高级演化（梅丽霞、王缉慈，２００９）。此外，尽管创新区
位只为重工业纵向与横向创新合作提供要素利用的“可能性”，但集群网络构建仍然可以通过增加创新

图 １　 初始理论假设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直接关系，虚线表示间接关系。 　

要素的供给密度来增加本地创新资源的利用机会（李凯、李世杰，

２００４；Ａｉ，２０１２）。同时，创新区位的要素组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创新合作的目的与方式，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不论是

基于市场开拓、人才利用、配套协作还是其他目标，创新区位是重工

业核心企业落户考虑的因素之一（ＪｏｆｒｅＭｏｎｓｅｎｙ，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创新结网对重工业集群创新合作方式选择具有正向影响。
Ｈ５：创新结网对重工业集群创新区位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６：创新区位对重工业集群创新合作方式选择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假设模型结构如图 １所示。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重工业集群技术权力与创新结网、创新合

作方式、创新区位等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方程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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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Ｂη ＋ Γξ ＋ ζ　 　 　 　 　 　 　 　 　 　 　 　 　 　 　 　 　 （１）
ｙ ＝ Λｙη ＋ ε （２）
ｘ ＝ Λｘξ ＋ δ （３）{

式（１）是结构模型部分，Ｂ表示隐性内生变量对隐性内生变量的效应系数矩阵，Γ 表示隐性外生变
量对隐性内生变量的效应系数矩阵，ζ表示残差向量；式（２）和式（３）是测量模型部分，Λｙ 和 Λｘ 分别表
示对隐性变量 η和 ξ的回归系数或因子载荷矩阵，ε 和 δ 分别表示显性变量 Ｙ 和 Ｘ 的测量误差。本文
运用 ＡＭＯＳ １７．０软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测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海临港重装备产业区①为研究对象，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ＧＢ ／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中装备制造业的分类标准，选取涵盖园区 ７ 大产业门类且注册地与经营地均在产业
区的共计 ２０２家企业进行“上海临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调查”（问卷调查）。笔者将所有问卷进行
编号、录入数据库，并通过网络资源对受访企业的基本信息进行核实，验证问卷的可信度，剔除不完整、

无效、存在明显问题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１５６ 份。调查提问聚焦技术权力、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
创新区位 ４个方面，问卷采用 ５级李克特度量方法，打分原则为 ５分表示影响程度最高，０分表示没有影
响，数据结构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企业创新活动相关指标

g\] ] , h i hQ iQ jQ k \]il

技术权力

权力竞争优势
技术优势 核心技术、专业人才优势 Ｘ１

非技术优势 生产成本、市场价格以及市场垄断优势 Ｘ２

权力结构
核心权力 核心技术、资金、人才、品牌 Ｘ３

边缘权力 管理机制、发展战略、融资能力、信息获取能力 Ｘ４

创新结网

网络竞争优势
本地网络优势 与邻近企业的合作优势 Ｘ５

非本地网络优势 与非邻近客户、同行企业的合作优势 Ｘ６

网络结构
核心网络

客户、配套企业、同行企业、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生产性

服务企业
Ｘ７

边缘网络 金融、风投、律师、会计、审计、培训、广告 Ｘ８

创新合作

方式

创新途径
纵向一体化 总公司、客户、供应商 Ｘ９

横向联系 （除 Ｘ９外）竞争对手、非竞争同行企业、服务性企业 Ｘ１０

合作方向
后向延伸 企业创新、增加信任、长期合作、稳定生产 Ｘ１１

前向延伸 企业创新、降低物流成本、即时生产、降低库存 Ｘ１２

创新区位

区位因素

技术因素
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邻近行业领导企业和科研机

构、技术培训
Ｘ１３

市场因素 本地市场广阔、本地品牌效应、区域引导效应 Ｘ１４

生产配套
交通体系、基础设施、商务服务、上游配套、下游配套、产

业集聚度
Ｘ１５

环境因素 生活环境、公共服务、诚信环境、政府效率 Ｘ１６

区位指向
后向区位 非邻近一 ／二级供应商区位、邻近供应商区位 Ｘ１７

前向区位 非邻近客户区位、邻近客户区位 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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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临港重装备产业区面积 ６５平方公里，重点发展以“高、新、先”为特色的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区内布局发电及输变电设备、大型船用设备、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海洋工程、物流装备与工程机械装备、航空零部件配套、装备再制造

等 ７个大类共计 ６００多家企业，著名企业有上海电气、上海汽车、卡待彼勒、瓦锡兰柴油机、振中机械、中船三井、中航工业、ＶＯＬＯＶ汽车、
德国伦茨、洋山中集、田中机械、上海科尼港口机械、西门子、苏尔寿、安捷电缆等。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１． 信度检验。本文采用克朗巴哈值（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信度检验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检验，该方法通常
需满足 α≥ ０．５，且数值越大可信度越高。本文假设模型信度检验的结果为 α ＝ ０．８０９，模型中设定的 ４
个潜变量的 α值均大于 ０．５，表明问卷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各潜变量选取的测量题项可信；组合
信度 ＣＲ值与平均变异抽取量 ＡＶＥ值均大于 ０．５，表明观测变量内部具有异质性，且观测变量能较好地
解释相应的潜变量（见表 ２）。

表 ２　 假设模型信度检验结果

mQ nQ hQ i `aop qrst qruvGw qrZx

克朗巴哈值（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７９２ ０．８０１ ０．７７７ ０．８２１

组合信度（ＣＲ） ０．８４３ ０．８３２ ０．７８２ ０．７７９

平均变异抽取量（ＡＶＥ） ０．５６２ ０．６２４ ０．５５７ ０．５１１

　 　 ２． 效度检验。本文在主成分分析过程中进行内容效度检验，所得结果 ＫＭＯ 值为 ０．７２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
形检验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００，所有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大于 ０．５（见图 ２）。基于此，本文
１５６份样本数据的信度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并具有较高的效度，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图 ２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
注：、分别表示 Ｐ ＜ ０．０１、Ｐ ＜ ０．０５显著。图 ３相同。

（二）结构模型检验及修正

本文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进行测算（见表 ３），结果显示初始结构
方程模型绝对拟合度 χ２ ／ ｄｆ ＝ ２．５８０，但 ＣＦＩ、ＰＮＦＩ、ＰＣＦＩ以外的其余指标不符合各自拟合标准，因
此需对模型进行修正。模型修正有两种方法，一是添加影响因素，二是根据修正指数对变量间的关

系进行增加或删除。鉴于技术权力是影响重工业集群创新合作方式与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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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添加核心与非核心企业属性因素（Ｘ１９）的方法，增列相关误差项的协方差并对结构方程初始模型
进行修正。经过修正后的绝对拟合度 χ２ ／ ｄｆ ＝ １．６３２，且各项指标均符合各自拟合标准，表明修正后的模
型可信度提高，也进一步印证了企业属性对于技术权力构成的影响。图 ３ 则显示了修正后模型的最终
拟合路径及系数。

表 ３　 修正模型拟合度检验

yQ uQ hQ _ z { i | 0}PR ~�PR

拟合优度卡方检验（χ２） ／ ３１２．４８３ １８６．３０１

自由度（ｄｆ） ／ １２１ １１４
χ２ ／ ｄｆ ＜５，越小越好 ２．５８０ １．６３２

拟合优度指数（ＧＦＩ） ＞０．７，越接近 １越好 ０．６６２ ０．８７２

残差均方根（ＲＭＲ） ＜０．０５，越接近 ０越好 ０．２２７ ０．１３５

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 ＜０．１，越接近 ０越好 ０．１４５ ０．０８７

标准拟合指数（ＮＦＩ） ＞０．７，越接近 １越好 ０．６２４ ０．７３９

比较拟合指数（ＣＦＩ） ＞０．７，越接近 １越好 ０．７２１ ０．８３９

非正态拟合指数（ＴＬＩ） ＞０．７，越接近 １越好 ０．６７７ ０．８６８

ＰＮＦＩ ＞０．５ ０．５３１ ０．６４３

ＰＣＦＩ ＞０．５ ０．６０４ ０．７１９

图 ３　 结构方程模型修正后路径图

（三）结果分析

图 ３反映了上海临港装备产业集群企业技术权力与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创新区位等内生潜变
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企业属性对技术权力的影响。表 ４ 反映了经标准化后的各潜变量之间的直接
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显示，技术权力直接或间接影响集群内企业的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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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区位选择。

表 ４　 结构方程模型中各潜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vQ �Q �Q � ��KL [�KL �KL

企业属性→技术权力 　 ０．２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９
技术权力→创新结网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３
技术权力→创新合作方式 ０．２３４ ０．０２２ ０．２５６
技术权力→创新区位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６
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 ０．１２１ ０．２７８ ０．３９９
创新结网→创新区位 ０．５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５２３
创新区位→创新合作方式 ０．５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３２

　 　 注：表中数据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１． 企业属性对技术权力的影响。企业属性对技术权力的路径系数为 ０．２０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明核心企业拥有更多的技术权力，这进一步验证了经验性研究有关重型制造业鲜有可靠替代品、零和

博弈的竞争态势、弱势品牌难以进入、产品质量取胜、原材料采购高度垄断的权力结构特征（ＺＥＷ，
２０１６）。对上海临港装备制造集群而言，集群中技术等级体系的形成源自核心企业的权力竞争优势，除
了与技术创新直接相关的核心技术与专业人才（路径系数 ０．８４７）外，创新链前端与后端的生产成本、市
场价格以及市场垄断（路径系数 ０．８２４）也可构成竞争优势。但是，影响权力结构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核
心技术、资金、人才和品牌（路径系数 ０．７９４），而发展战略和管理、融资、信息获取能力（路径系数０．７６５）
影响较弱。这意味着，技术水平是决定技术权力等级体系的关键因素，决定集群的创新竞争能力。由于

技术发展具有线性和累积的特点，因此，技术权力一旦形成则难以撼动，技术后发国家和地区很难通过

制度和环境建设突破权力体系并实现创新追赶和超越。从实际发展情况看，技术权力在以装备制造为

代表的重工业集群中表现尤为明显，也由此形成了这些生产领域外资（合资）品牌与本土品牌长期以来

二分天下的局面。例如，从汽车装备创新的发展脉络看，其技术创新格局从未变动过：欧系装备始终雄

占高端市场，美系次之，日本与韩国则是依靠走市场路线的破坏性创新才打开局面（苏启林、胡军，

２００９）。中国的汽车装备研发更是主要靠逆向、模仿来弥补核心环节在流程、标准、技术、信息等方面的
缺陷。表 ５显示，上海临港装备制造集群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在拥有核心技术和引领技术发展能力
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而在管理体制、品牌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差距不大。这表明，作为典型的技术、资本、

人才密集型产业，重工业集群创新合作很容易受到核心企业的控制，且技术差距是产生集群内部权力体

系的主要原因。

表 ５　 核心与非核心企业技术权力构成比较

�+4� ��`a �Q 3 �Q � ���) `a�� $Q � ����

核心企业 ４．３ ３．４ ４．０ ３．４ ３．５ ３．８ ３．３
非核心企业 ３．５ ２．９ ３．６ ３．２ ２．９ ３．６ ３．３

　 　 注：表内数值为对样本企业各选项的评价打分。

２． 技术权力对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和创新区位的影响。技术权力对创新结网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作用，路径系数为－０．１８３，原假设 Ｈ１成立。由于大型重装备制造企业控制的价值链和创新链是高
度垄断的技术合作结构，决定了整个产业集群发展的“少核”趋势和低溢出性（ＭｃＭｉｌｌｅｎ ＆ Ｋｌｉｅｒ，２０１３），
核心企业控制产业关键环节的技术与专业人才，并根据自身需要在全球布局创新资源与原材料、产品基

地市场份额，这种由产业特性形成的权力不对等造成本地创新结网困难，突出反映在本地产业链功能的

改变上：在产业链下游，处于前端的设计公司与核心制造企业未形成战略联盟的关系，或仅仅是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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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联盟的阶段；在产业链上游，也因核心企业的技术控制根本无法形成东道国应有的本地供应链支撑

（Ｃｏ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这在客观上导致了非本地网络优势（路径系数 ０．６３９）强于本地网络优势（路径系
数 ０．５９８），企业与非邻近客户的合作相比与邻近客户的合作更重要；技术权力更多影响由产业链和创新
链构成的核心网络（路径系数 ０．６５７）而非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边缘网络（路径系数 ０．６１３）。

技术权力对创新合作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直接路径系数为 ０． ２３４，间接路径系数为
０．０２２，总效应为 ０．２５６，原假设 Ｈ２成立。技术权力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核心企业对制造技术、材料技术、模
具技术、检测技术等行业共性技术的标准制定权与技术合作伙伴的选择权；同时，由于核心企业位居“绝对

领导者”地位，鲜有核心企业之间近乎平等关系的强强联合，因而重工业的创新合作沿产业链展开，纵向一

体化（路径系数 ０．８４９）的重要性显著高于横向联系（路径系数 ０．７４４）。在纵向一体化中，由于重工业创新
生产者驱动的特点，供应商往往被“圈养”于狭窄的任务范围进行生产活动（Ｄａｎｉｅｌ，２０１１），并长期受核
心企业控制从事依赖于龙头企业的互补性生产、研发活动，如组件设计与生产、物流、工艺技术升级等，

且终端产品的消费比例偏低，供应商作用显著高于客户，后向延伸（路径系数０．７７５）重于前向延伸（路径
系数 ０．６５５）。在横向联系中，与竞争对手的合作要多于同非竞争企业的合作，且与竞争对手合作的首要
目的是企业创新，这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对技术权力的追逐。值得注意的是，图 ３显示技术权力可借助中
介变量“创新结网”间接影响创新合作方式，日本半导体设备、韩国汽车装备的追赶经验均证明，有效的

本地结网为技术创新轨迹的“低端破坏”提供了可能（弗朗西斯·麦肯纳利，２００８）。
技术权力对创新区位具有非常微弱的正向促进作用，路径系数为 ０．０９６，并且需借助中介变量“创新

结网”实现，原假设 Ｈ３成立。同时，技术权力对创新区位的影响还体现在“唯技术”路径指向上。在影
响创新区位的技术、市场、生产配套、创新环境等诸多因素（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９１、０． ８０２、０． ７０４、
０．７５６）中，集群所在地的技术研发和知识生产能力对企业选址布局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意味着，在技术
水平落后并处于被技术权力控制的前提下，构筑地方产业链、扩大本地市场需求、培育创新氛围对改善

重工业创新区位的作用十分有限。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尽管各级政府和机构鼓励装备制造向园区集

中，并通过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建设公共技术平台、优化创新环境等方式重点支持集群建设，但仍然难以

在短期内突破装备制造集群对外技术依赖严重、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的发展瓶颈，这是忽视重型制造产业

创新特点和集群创新制度安排对产业区位内在要求的结果。表 ６反映了上海临港装备制造集群核心企
业主要供应商与客户位于上海和长三角及国内其他城市的频度，可以看出，企业区位在技术权力的影响

下发生了较大改变：样本企业主要供应商（特别是一级供应商）在上海本地的比例小于长三角其他城

市，主要客户的异地分布也十分普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重工业集群内部权力等级体系容易

造就核心（旗舰型）企业对创新合作者的高度选择权：一是对原材料供给的选择权，外包和全球采购行

为十分普遍，降低企业对产业链配套的要求；二是对知识供给的选择权，强编码化创新表达方式和纵向

一体化技术合作特点摆脱了对本地信息基础设施和大学、研究机构知识供给的依赖；三是对产品市场的

选择权，作为典型的生产者驱动型产业，具有产品大客户消费和非在地消费特点，从而降低本地竞争程

度；四是对创新支撑性条件的选择权，过高的资本门槛降低了对本地风险投资的需求，高技术门槛同时

又降低了对本地第三方服务的需求。上述权力因此形成了重工业集群创新区位指向特点：后向区位

（路径系数 ０．６４８）显著弱于前向区位（路径系数 ０．８０２），且非邻近供应商重于邻近供应商。

表 ６　 核心企业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分布频度

�+�R �Q � ���&B�� �j&B��

主要供应商 ４３ ４８ １６
其中：一级供应商 ２２ ２９ ７
主要客户 ５３ ３９ ４８

　 　 注：数据为 １５６家企业主要供应商和客户分布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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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创新区位之间的影响路径。创新结网是技术权力影响创新合作方式
与创新区位的重要中介变量。其对创新合作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直接路径系数为 ０．１２１，间接路径系
数为 ０．２７８，总效应为 ０．３９９，原假设 Ｈ４成立；对创新区位亦具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０．５２３，原假设
Ｈ５成立。这意味着，重工业集群尽管因技术权力的存在很难实现活跃的本地创新，生产者驱动与工艺
驱动的创新特点也决定了其纵向一体化为主的创新合作方式，但如能促进创新结网形成，则将在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优化创新合作方式并改善创新区位：一是以局部结网的方式推动更大空间尺度的链式合作，

形成创新重要节点地位；二是强化区域更易获得技术、信息和人才的创新区位，形成区域创新资源的

“极化”效应（ＨｅｗｉｔｔＤｕｎｄａｓ，２０１３；李丹丹等，２０１５）和“天线”效应（曾刚、林兰，２００８）。
创新区位对创新合作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０．５３２，原假设 Ｈ６ 成立。在所有潜变

量作用路径中，创新区位作用创新合作方式的路径最显著，说明集群的创新区位直接决定了创新合作方

式的选择，也决定了核心企业选址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获取技术支持、开拓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

享受地方优惠政策，还是享用便捷的创新公共服务。在本文模型中，创新区位并未对创新结网构成回

路，也再次印证了创新区位的改善并不能动摇重工业集群的权力结构体系。

综上所述，本文的模型测算结果与初始假设理论模型较为一致，原假设均成立。进一步结合调查问

卷题项分析，我们得出上海临港重装备产业区基于技术权力的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创新区位内在

影响机理，如图 ４所示。

图 ４　 基于技术权力的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与创新区位影响机理图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产业集群内部权力分层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技术权力影响下重工业产业集群创新结网、创新

合作方式以及创新区位响应的研究分析框架，为中国重化工业发展时期研究产业集群创新路径提供了

新的思考方向。通过理论总结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１）产业集群内部存在着权力等
级体系，技术权力是影响集群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技术权力依产业类型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技术和资

本密集、生产者驱动的重工业集群技术权力特征明显。（２）因核心企业拥有核心技术与专业人才形成
“绝对控制力”，加之其在创新扩散过程中主观上防止技术溢出，导致重工业集群内部很难形成“产学研

一体化”的水平式创新网络，集群成员的创新合作以纵向一体化方式为主，且后向延伸重于前向延伸。

（３）不论是纵向一体化还是横向联系，重工业创新合作对本地创新区位的要求不高。创新区位对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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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影响显著，但并不能改善重工业集群的权力分层，也无益于改善集群内部创新结网。（４）创新结网是
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也是防止技术权力体系更加突出的有效途径。结网的作用在于形成区域创新重要

节点地位，或形成区域创新资源的“极化”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重工业集群创新路径的对策建议：

１． 重视纵向一体化为主的创新合作方式。对重工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应强调放大
制造创新优势而非一味追逐研发创新优势，着眼于集群的制造能力提升而非研发能力培育，将基于产业

链合作的凝结于机器、零部件、材料、工艺规范和操作维修技能中的制造技术创新发挥到极致，向产业链后

端延伸推动集群创新过程升级，避免过度依赖市场追逐产品创新，以嵌入全球生产链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

链和创新链。只有当个别或更多集群成员通过不懈的过程创新具有行业关键技术的标准制定权和执行

权，并对外具有技术示范和技术援助能力，才有可能实现整个集群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创新地位的跃迁。

２． 从技术权力视角优化创新区位。应改变“向园区集中”的重工业产业布局思路，改变优化本地创
新环境的“筑巢引凤”传统集群建设方式，降低对集群创新外部性的依赖。在创新区位改善方面，应特

别重视服务于制造创新的基础设施（如联合实验室、小试和中试基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建设，改善

重工业的生产条件；重视技术型、操作型而非纯粹智力型人才的引进和集聚，保障区域产业工人队伍的

长期稳定性，培育具有充分指导、培训、继承机会的非完全开放式的创新创业环境；同时，由于重工业作

为生产者驱动型产业，其对于具有高度地方情境性的区域政策支撑环境因素不敏感，因而不应过分强调

重工业发展的市场建设和政策支持。

３． 重点支持本地一级供应商发展壮大。重工业集群的技术权力体系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集群成
员间平等合作的水平式创新结网很难实现。对于已经形成空间集聚的重工业集群，创新结网的关键在于

打破生产零部件、组件的高比例全球采购，发挥供应商（尤其是一级供应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

集群内能否形成供应商之间服务于多生产环节的关键组件与零部件的焊接、铸造、塑性成形、热处理及精

密成形技术、高效加工技术和细微制造技术的合作，成为能否从整体上提高非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

避免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技术水平差距拉大而造成配套企业“弱者更弱”的关键。同时，也可有效防止

非核心企业依靠低价而非创新优势维持集群成员身份，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集群创新不稳定性。

（责任编辑　 施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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